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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发展的思想源流与实践动力，其世界观强调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方法论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改良主义。 起初，自由主义以有

限政府与市场经济为手段，致力于遏制政治权力扩张。 然而这一观念走到极限，使得

垄断资本在镀金时代凌驾于美国民主政治之上，最终引发经济社会危机。 此后，实用

主义式的改良主义对上述观念进行了修正，进而揭示出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间的

一项悖论：前者将个人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后者却看到了其局限。 结果是，自

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实践中衍生出了两种变体：民主党式变体即当代自由主义认为，经

济权力扩张也会损害政治民主，改良的目标应为市场监管与经济平等；共和党式变体

即新自由主义则宣称财产权是支配性的，政府无权干预经济。 上述两种自由观念的张

力推动美国政治形成了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之先后经历了以政党

“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及以政党“对等极化”为特征的新镀金时代。 基于此，作

者认为，美国政治演化的动力在于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由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

权力而来的观念张力与政治二元结构，其深层逻辑则在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

有着难以解决的悖论。 “特朗普现象”就是这一悖论在新镀金时代终结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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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备受瞩目的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 （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以“反建制”为旗号引发了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场“地震”，并因此成功入主白宫。

这场选举政治“地震”主要指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构成民主党

稳固票仓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分裂，从而激起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是否正在开启新一

轮政党重组（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的思考。① 传统上，民主党的东北部政治联盟由三个

部分组成，即新英格兰地带（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中大西洋地带（Ｍｉｄｄｌ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以及大湖

区“铁锈地带”（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 Ｒｕｓｔｂｅｌｔ），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湖区“铁锈地带”的几乎

所有州在本次大选中都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并由此构成了特朗普最终得以胜出的关

键性力量。②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上述区域对美国现有政治经

济体制严重不满，变革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种不满和对变革的诉求并非一种短期现

象，而是自所谓“新镀金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并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以“占领

华尔街”等抗议活动为形式有所展现，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治选举为方式的一种集中

且大规模爆发。③

回顾美国历史，变革一直是其政治发展的主题。 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Ａｌｅｘ⁃

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言，“美国人总是喜欢变革而害怕发生革

命”。④ 这句话指明了两点事实：第一，美国人因其自由民主体制而自豪，不希望出现对自

身体制的革命性颠覆。 第二，美国人不回避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张通过渐

·５６·



①

②

③

④

美国政治中的“政党重组”指的是两党的选民基础在某次或某几次选举之后出现持续且明显的变化，由
此造成政党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旧的政党格局瓦解、新的政党格局形成。 历史地看，政党重组的发生具有一定

的周期性，往往引发美国政治版图和政治走向的重大变迁。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Ｌ． Ｓｕｎｄｑｕｉ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１９８３， ｐ．１４； Ｊｅｒｏｍｅ Ｍ． Ｃｌｕｂｂ，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Ｆｌａｎ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ｎｃｙ Ｈ． Ｓｉｎｇ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Ｖｏｔ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２１－２４； Ａｒｔｈｕｒ Ｐａｕｌｓｏ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ｏｓｔ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１２。

在“铁锈地带”五州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印第安纳州全部变成了共和党的“势力范

围”，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
近年来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中，“新镀金时代”的说法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概言之，它指的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由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而引发的以民主政治不断衰落为特征的发展阶段。
参见 Ｌａｒｒｙ Ｍ． Ｂａｒｔｅｌｓ，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１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３， ｐ．５８．



进变革加以解决。 可以说，正是源于这两点政治传统，美国才得以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

进程中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以及思想上同过往“决裂”等困扰，

只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调适与更新，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更为稳定。①

然而历史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尽管有着强大的变革基因，美国却在如何处理政

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

金融危机、社会贫富分化以及财政赤字与“滞胀”等交替出现，使其政治发展总是在意

识形态的左与右、自由与保守以及政党政治的合作与纷争、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形成

一种钟摆式循环往复。② 例如，今天美国社会中所谓“９９％的大多数”对于以华尔街为代

表的 １％的建制派精英的不满所折射出的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Ｔｈｅ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人们对于大企业与垄断利益集团的愤怒如出一辙。 正因如此，政治学者才将今天

美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镀金时代”。 在实践中，美国政治演化的这种钟摆式运动轨迹，

逐渐削弱了其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市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③结果是，以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发端并愈演愈烈的政党政治极化（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为标志，美国的民主体制出现

了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所称的“政治衰朽（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④

上述两方面事实给我们带来了三点研究困惑。 第一，美国政治中的变革传统源自

何处？ 第二，以变革为主要手段，在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推动

美国政治周期性演化的关键力量有哪些、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学逻辑？ 第三，强

大的变革基因为什么不仅没有帮助解决美国长期面临的根本性经济、社会挑战，反而

使其政治发展逐步陷入意识形态斗争和党派两极对立（ｈｙｐｅｒ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的困境，进

而对其民主体制造成伤害？ 为了找到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致力于从对作为美国

政治思想源流的自由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界定与分析入手，通过历史回顾、学理总结与

逻辑反思厘清美国政治的演化线索，并运用这一线索对当前炙手可热的“特朗普现

象”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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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２９ 页。 在美国学者赫伯特·贝斯等

人看来，这种变革传统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ＷＡＳＰ）的一种“特质”。 参见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 Ｂａｓ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Ｂｉｌｌｉａｓ ａｎｄ Ｅｍｍａ Ｊ． Ｌａｐｓａｎｓｋｙ， Ｏｕ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Ｓｉｌｖｅｒ Ｂｕｒｄｅｔ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８， ｐ．４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Ｌｉｎｄｂｌ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７， ｐ．３５６．
关于对这一趋势的经典研究，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 Ｂｏｗｌｉｎｇ Ａｌｏ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２０００。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２０１４。 实际上，美国政治史上的政党极化现

象并非一种晚近现象，只不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这一轮极化趋势体现为两党的“对等极化（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即两党在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出现了两极化趋势，由此加剧了国内政治僵局。 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Ｈｏｗ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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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主义与美国政治的变革传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智力副产

品，反映了正在崛起的工业中产阶级的期求。① 结合当时人类社会由前工业文明步入

工业文明的时代大背景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从诞生时起便被赋予了两点基本意涵。 第

一，它帮助人们逐步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发现了个体理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是人

类找回自我的标志。 在中世纪，人类将希望寄托于神祇拯救他们脱离恶劣的尘世，然
而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发现，却逐渐激发了人类对运用自身潜能改善物质环境的信

心。 此后，这种信心又由物质层面延伸到了更高一级的思想层面：人们开始认为，如果

科学问题能够通过个体理性加以解决，那么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也可以运用理性来解

决。② 第二，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主要是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他们不像无产阶级的激进

主义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那样对社会感到失望，而是致力于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构建

理想的社会。 因此，自由主义重视法律的概念，希望以合法的程序寻求体制内变革，认为

只有渐进主义才是科学主义的体现，也是实现相对深远和进步性变革的保障。③

上述两方面基本意涵提供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得以不断发展和深化

的理论“基底”。 首先，对于个人及其理性的强调使之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事物，个人

主义—理性主义因此成为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④ 具体而言，个人主义反映的是一

种坚持人类个体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信念，反对任何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对个人进行

控制，认为个人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和权威。 以此为出发点，政治学家约翰·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在其著作《政府论》中提出，建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所拥有的自

然权利（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侵犯。⑤ 为此，政府

的权力应受到严格制约，它只需作为一个被动仲裁者，让人们追求对他们自己最好的

利益。⑥ 理性主义则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理性的结构，它可以通过对人类理智的运

用获得揭示。 由此，自由主义者确信个人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对事物做出明智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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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ｏｕｉｓ Ｈａｒｔｚ，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１９５５， ｐｐ．１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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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６， ｐｐ．８７－８８．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８４．



断，并且他们就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和维护者。① 这一理念被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在《国富论》一书中表述得相当明确：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会

自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生活。 其次，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改良

主义则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方法论。 基于看待事物的科学主义精神、对人

类理性的乐观态度以及以工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身份，自由主义者对于现实的不

满程度显著低于激进主义者，但他们仍然能够充分认识到既有社会中存在的缺陷，因

此渴望对体制进行改革，只是拒斥对于体制的颠覆性破坏，主张通过法律方式和合法

程序实现渐进性的进步变革。②

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美国政治的实践层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成功摆脱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后，美国人坚信政府是一种“恶”

的存在，必须对其权力进行严格限制，才能有效保障个人自由和其他权利。 因此，１７７６
年托马斯·杰斐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 １７８９ 年颁布的美国

宪法成了“美国版”自由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这两个文件也成为美国政治的“圣
经”和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③ “美国版”自由主义在政治实践中吸收了洛克和斯密的

思想，要求限制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
依靠市场调节供需关系；政治上强调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防止其损害或妨碍个人

自由；而在社会生活中，“美国版”自由主义则主张人们承担起对自己生活的责任而不

依赖于政府，依靠个人努力奋斗来实现“美国梦（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 可以说，美国政

治的每一条原则都散发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后者也因此成为此后美国民主、共和

两党施政的根本理论基础。 按照托克维尔的总结，“美国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它

坚定地相信自由对于实现任何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个人自由的

关切激发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绝对权力”。④ 从立国时起，自由主义的这些理念便成为

美国人的共识，也构成了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⑤ 在这一基础之上，美国人迸发出

了巨大的创造活力，使这个年轻的合众国一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国家。
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持渐进改革的态度———

也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被发挥得比欧洲大陆及英国更为充分，这一特点成为美国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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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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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来得以实现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实用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本

身就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对美国社会乃至美国人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形

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实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只注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

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只关心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而对纯人文的道德伦理嗤之以鼻。②

因此，“美国版”自由主义对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态度相较于欧洲更为灵活，也更加务

实。③ 此外，作为一支独特的中间力量（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ｆｏｒｃｅ），美国强大的市民社会也在

推动国内改革方面发挥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作用。④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基

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改良主义成为“美国版”自由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并在实践中推动

形成了美国政治的变革传统。 概言之，这种变革传统在政治上往往通过小周期性质的

政党轮替执政与大周期性质的政党重组得以体现，其中后者在美国政治发展演化的历

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实践推动者角色。

三　 自由主义的内在悖论与美国政治的裂变

（一）美国自由主义的早期成功及原因

在美国立国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历史性成功。 一方面，建

立在有限政府原则基础上的政治理念使得代议制民主成为美国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

其中主要包括政府权力分立、竞争性选举以及两党制。 这些制度安排在有效保障个人

自由不被政治权力侵犯的同时，也为个人提供了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手段，并由此推动

了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⑤ 另一方面，建立在自由竞争原则基础上的市场经

济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压倒性的支配作用，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个人的创

造活力，推动美国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实现了高速发展。 到 １９ 世纪末时，美国已

崛起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发达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⑥

自由主义取得的这些成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 首先，美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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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１７ 页。
金灿荣编：《美国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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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约翰·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Ｆ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美国的工业规模在 １８９４ 年超越大英帝国成为全球第一。 参见 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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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是在其大陆扩张时期完成的，这就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从

１７７６ 年到 １８９８ 年，美国仅用五千多万美元和几次小规模战争，就顺利地从大西洋西

岸扩展到太平洋东岸，领土面积由最初的 ８０ 万平方公里猛增至 ９３７ 万平方公里。 持

续西移的边界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进”也随之成为美国自由精神的象

征。① 其次，工业革命创造的技术前提连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利的市场环境提供的

创新沃土，对美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助推作用。 历史研究表明，美国早在 １９ 世纪初便

开始发展工业经济，到内战前已经具备完善的工业基础。②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环

境下，工业化为个人提供了事业成功和发财致富的机会。 由此，以电力、石油和钢铁产

业的崛起为代表，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在自由资

本主义阶段，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尚未突显，以男性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白人盎格

鲁—撒克逊新教（ＷＡＳＰ）文化与自由主义理念实现了高度契合，强调开拓精神、创新

意识及辛勤工作，这就为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进一步

强化增添了强大的思想和实践动力。③

然而，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从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却变得问题丛生，直接原因在于上

述有利于这一模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复存在。 首先，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

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放任政策已与新的经济模式不相适应：垄断的出现很大程

度上终结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创新环境，在产生阶级固化趋势的同时，劳资矛盾成

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④ 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导致美国社会结构

趋于复杂、社会问题日益积累，尤其是贫富差距增大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与之相关，族

群冲突越来越成为美国难以治愈的顽疾。 最后，由于大陆扩张走到尽头、美国边疆趋

于封闭，此前自由主义粗放式发展所仰赖的空间及经济、社会矛盾得以消解的缓冲区

间大为缩小。⑤

（二）镀金时代：美国政治的“非对等极化”与自由主义的“失灵”

１９ 世纪后期美国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自由主义面临的问题反映到政治

实践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南北战争后美国政党出现的大规模重组与日趋显著的政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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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主义（ｅｌｉｔｉｓｍ）倾向。① １８６５ 年内战结束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东北部—西部社会联

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 这一联盟由东北部金融、工商业利益集团与西部农牧

业利益集团构成，主张联邦主义、高关税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加

速推进工业化及海外扩张。②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卡尔·莱德（Ｃａｒｌｌ Ｌａｄｄ）的说法，共

和党已逐步演化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③ 正是当时在美国国内位

居主流的上述施政理念，加剧了 １９ 世纪后期伴随美国高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贫富分

化和对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④ 例如，内战前美国几乎没

有资产百万以上的富豪，而战后以石油和铁路大亨等为代表，美国的百万富翁便急速

增长，到 １８９２ 年时超过了 ４０００ 人。⑤ 以此为背景，东北部工业、金融寡头和中西部农

牧场主被作家马克·吐温（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描绘成贪得无厌的利益追逐者和美国政治走

向腐败的幕后操纵者，这一历史阶段则被他称为“镀金时代”。⑥

镀金时代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另一面，是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主党。 此前，民主党

一直奉行“杰克逊式民主”，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 然而，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结构的

剧烈分化使农民、工人和广大新外来移民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民主党随之转向其当代

理念，主张以“积极政府（ａ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保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利

益。 在具有象征意义的 １８９６ 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ｙａｎ）开始呼吁关注“挣扎中的民众”、制约工商业寡头权力；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

金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则极力维护既有自由主义的施政路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

政策。⑦ 至此，现代意义上的美国两党制初具雏形，关于美国究竟应该管控还是顺应

自由市场才能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争论，也在此后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

议题。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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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１４９２—１９９７）》，第 ５０６ 页。
马克·吐温著，春燕译：《镀金时代》，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Ｊａｍｅｓ Ｓｕｎｄｑｕｉ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ｐ．２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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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镀金时代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与日渐浮现的观念冲突，民主共和两

党间的“非对等极化（ｄｅｅｐｌ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成为政治过程的常态模式，其中

共和党及其自由放任政策始终主导着国内政治议程。 在此期间，由四位共和党资深参

议员———罗得岛州的纳尔逊·奥德里奇（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ｄｒｉｃｈ）、艾奥瓦州的威廉·艾利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康涅狄格州的奥威尔·普莱特（Ｏｒｖｉｌｌｅ Ｐｌａｔｔ）和威斯康星州的约

翰·斯普纳（Ｊｏｈｎ Ｓｐｏｏｎｅｒ）———组成的保守派联盟（Ｂｉｇ Ｆｏｕｒ）牢牢掌控着国会权力。

到 ２０ 世纪初时，随着上述四位议员的式微，共和党内出现了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分裂，

进而导致伍德罗·威尔逊（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作为自 １９ 世纪末起一直到大萧条前唯一

的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总统宝座。 然而此后，共和党内分裂很快便让位于党间斗争：正

是共和党进步派对威尔逊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持激烈反对意见，才使这一时期的政党

极化史无前例。① 结果是，２０ 世纪初昙花一现的进步主义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共和

党自由主义路线，也没有改善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反而使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成为

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政策登峰造极的时期。

自由主义的理念走到极限，使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从市场竞争转变成了市场

“专政”。② 在此期间，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帮助垄断资产阶级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

社会贫富分化愈发严重，最终造成生产过剩和消费匮乏。 以大量资本涌入股票市场形

成金融过度投机为导火索，一场巨大的经济进而社会危机摧毁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

信心。 大多数经济理论家突然发现，原先被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市场调节理论失灵，

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竟然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开始对自

由主义的世界观进行反思，由此引发了自由主义的裂变、美国政治力量的重组及其当

代政治二元结构的形成。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主义蕴含的内在悖论与美

国政治演化的根本逻辑。

（三）自由主义的内在悖论与美国政治的裂变

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从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暴露出的缺陷植根于其对个人主

义—理性主义的内在信仰之中。 前文已经阐明，这一信仰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

会事物之上，对于人类运用自身理性实现个人追求、改造现实世界以达至理想社会的

前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因此主张个人权利优先、有限政府以及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这一“美国版”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工业中产阶级以及白人盎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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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新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现代国家的建立连同工业化、城市

化和市场化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逐步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政治精英主义

特征、经济不平等性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在镀金时代美国国内政治不

断极化、经济走向市场“专政”化以及社会贫富悬殊和劳资矛盾趋于深化的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的推动者角色。① 最终，不加约束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引发了巨大的非理

性灾难，甚至导致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大萧条形成的现实与心理冲击中，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

础的渐进改良———开始对美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和变革，并试图对个人主

义—理性主义加以修正。 实际上正如前文提到的，早在 １９ 世纪末美国政治形成真正

意义上的现代两党制时，民主党便已看到了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问题，认为与政治权

力扩张必然侵害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一样，经济权力扩张带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同样有

违政治民主的本质。 因此，民主党开始倾向于以“积极政府”推动经济平等。 然而，在

镀金时代自由主义理念根深蒂固以及两党形成“非对等极化”政治格局的背景下，平

等观念无法与自由观念相提并论，这也是进步主义改革最终未能扭转自由主义模式连

同美国政治格局的原因。 以大萧条带来的变革呼声为强大动力和催化剂，美国政治开

启了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轮政党重组———１９３２ 年重组。② 在这轮重组中，民主党

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部迅速扩展到了东北部，其崛起使得当代美国政治的两党对等模

式彻底成型。③ 凭借当时极为有利的时代条件，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

政治中占据上风。 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民主党在实践中逐步完成了自由主义从

反政治权力到反经济权力、从有限政府到积极政府、从经济的自由放任模式到凯恩斯

主义模式、从信奉发展理念主导的消极自由到提倡平等理念主导的积极自由以及从政

治文化的精英主义到普遍主义等的过渡，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式变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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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Ｃａｒｌ Ｎ． Ｄｅｇｌ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１９６４， ｐｐ．４１－５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ｎｓｅ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８８０ － １９８０，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６２．

凯恩斯主义是指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来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参见 Ｌｅｏｎ Ｂａｒａｄ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ｐ．１３４。 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干

涉而做出选择的定义是一种消极自由，积极的自由应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

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然而，对于体制的反思与改革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能够被轻易颠

覆。 虽然罗斯福新政以及 １９３２ 年重组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但古典自由主义以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及其相应主张依然在美国政治中有着强大的

生命力。 例如，以 １９３８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迅速在参众两院收复失地为标志，保

守派在国会中形成了一支有效抗衡“新政（Ｎｅｗ Ｄｅａｌ）”法案的力量。① 因此，当代自由

主义对于美国政治的改造并未使其全然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而是造成了古典自

由主义的裂变：在民主党式变体的另一面，是中西部共和党连同南方部分保守派民主

党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信仰。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在实践中有效推进当

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议程，从罗斯福到肯尼迪等民主党总统才不得不通过在诸多

社会政策上与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以及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进行妥协，以构建并尽

力稳固“新政联合体（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美国政治格局在大萧条后步入了一个极

为特殊的过渡期：以新旧观念的碰撞连同政党重组带来的张力为诱因，一种“四党制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或曰两党“对等合作”的模式成为新政时代特有的国内政治现象。③

然而，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民权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崛起所导致的当代自由主义的

过度伸展以及凯恩斯主义发展模式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包括财政赤字的迅

速增长、经济发展陷入“滞胀”以及民主党的“伟大社会（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式福利国家流于

空想，美国的社会矛盾因价值观念冲突而被再度激发出来，最终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

政联合体。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成为美国又一轮政党重组的起点。 在这一过程中，共和党

跨越区分美国南北部地理分界线的“梅森—迪克逊线（ｔｈｅ Ｍａｓｏｎ⁃Ｄｉｘｏｎ Ｌｉｎｅ）”，通过所

谓“南进战略（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使保守的南方逐渐与民主党分道扬镳。 这一变化在政

治上表现为来自南方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数量呈现骤降之势：１９４７ 年，南方民主党国会议

员占国会中民主党全部议席的 ６０％；而到 １９８０ 年，这一数字已降至 ３０％。④ 日益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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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人虽然大体认同当代自由主义关于积极政府和市场监管的理念，却难以接受

多元主义的社会文化理念，因此重组后民主党政治联盟内部的张力存在于南方保守派与东北部自由派关于社会

改革的分歧之中。
所谓“四党制”，指的是在这一特殊的过渡阶段，两党内部都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意识形态不再以党派

划线；两党“对等合作”则是指在两党势均力敌并且意识形态不以党派划线的情况下，政治共识的达成需要两党

之间以及各党内部实现相互妥协与合作。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Ｃｒｏ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ｏｎ⁃Ｄｉｘｏｎ 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３， １９９１， ｐｐ．４２４－４３１．对于这一时期美国南方政党重

组的专门分析，参见 Ｅａｒｌ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Ｍｅｒｌｅ Ｂｌａｃ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Ｎｉｃｏｌ Ｒａ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的美国东北部则成为民主党的坚强堡垒，共和党内传统的温和派 ／自由派在这一区域

逐渐式微。① 经过这一轮政党重组，“对等合作”时代两党在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上相

互重叠的状况一去不复返。 随着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联盟变得越

来越自由化，同时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南部—中西部联盟转而日趋保守化，当代美国政

治由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来的观念性张力以及由这种张力塑造的精

英主义 ／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 ／积极自由对立的政治二元结构，最终以两党“对等极

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开启的这一轮政党重组以 １９８０ 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

纳德·里根（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的压倒性胜利而宣告完成。 在里根赢得大选的当晚，美
国《华盛顿邮报》著名政治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ａｄｅｒ）写道：一个时代结

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③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变革传统在时隔数十年后推动其政

治发展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次，变革的动力在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结束

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走向困境，人们对美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以

及外交理念感到不满，认为它导致了联邦政府机构臃肿不堪、财政赤字与日俱增、经济

活力下降与“滞胀”频发、主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被社会改革所稀释以

及对外战略过于理想化以至于酿成越南战争悲剧等。 结果是，美国当代自由主义者的

政治对立面———“新右派（Ｎｅｗ Ｒｉｇｈｔ）”逐渐崛起为一支极具影响的政治力量，一种致

力于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取向、被称为“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发展理念成

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原则，其中有限政府、减税、平衡预算以及对金融监管的松绑等构成

了这一理念的核心，并且相较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强调了财产权和私

有化的重要性，认为“私即好、公即坏”；同时，这一理念将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从

国家层面推广到了全球层面，认为全球化可以让这些原则得以被更好地落实并扩

展。④ 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及其以“里根革命”为标志开启的所谓新镀金时代，实现了

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一次“反叛”，美国政治的演化路径再一次朝向了个人主义—精英

·５７·



①

②

③

④

Ｎｉｃｏｌ Ｒａ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２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对于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演化逻辑的专门分析，参见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政

治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１ 页。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Ａ Ｓｈａｒｐ Ｒｉｇｈｔ Ｔｕｒ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Ａｌｉｋｅ Ｓｅ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 １９８０．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ｙｅｋ）、弥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以及罗伯特·诺齐克（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等政治哲学家。



主义，并且这一模式在冷战后被进一步强化。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自美国内战后逐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两党政治模式以

来，以变革为根本手段，以政党重组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连同相应国家治理观念的更

新作为变革的主要形式和政治周期性演化的关键动力，美国政治完成了从镀金时代到

新镀金时代的历史变迁。 在政治变革和政党重组背后，则是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

主义因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形成的两种自由观念的张力以及在这一

张力作用下不断固化的以精英主义 ／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 ／积极自由两极对立为特征

的政治二元结构。 因此，上述观念、结构、动力和手段的层层递进与相互嵌套构成了美

国政治演化最为直观和清晰的逻辑。 在厘清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是：作为美国政治演化的思想源流与实践动力，自由主义产生观念性裂变的学理根源

是什么？ 从这一点进行切入，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关于美国政治演化逻辑的更深层结

论？ 笔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裂变植根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内在的一项学理悖论。

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由农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的智力产物，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
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通过启蒙运动找回了人性，并在观念上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

其他一切社会事物之上，认为依靠人类理性能够实现改造现实世界、构建理想社会的

目标，这就在意识形态上将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内化为了一种信仰。 然而另一方面，
工业中产者的阶级身份又令自由主义者在改造现实世界、构建理想社会的方式选择上

显著地稳健于激进主义者，主张以渐进改良为手段推动体制内变革，这一点成了自由

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并且本质上反映出一种对于人类及其理性的审慎乐观，甚至相较

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改造世界的手段意味着其看到了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无法摆脱

的局限性。 因此，当代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变与冲突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有着一项难以解决的内

在悖论，这一悖论构成了美国政治演化的根本逻辑基础。
从上述结论出发并结合美国政治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自 １９ 世纪后期特别是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起，在自由主义世界观对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挥之不去的信

仰冲动与其方法论对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制约和修正之间，始终存在激烈的相互角

力。 正是在这一角力之下，美国政治才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往复的特征，在实践中先后经

历了当代自由主义改造古典自由主义，以经济平等化、社会结构中间化与政党“对等合

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以经济金融化、社会贫富分化以及政党“对

·６７·

　 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


① 强化的标志即所谓“历史终结论”。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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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极化”为特征的新镀金时代。 接下来，笔者将分别对美国政治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演化

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从而为我们理解今天美国政治的现实提供学理和逻辑前提。

（四）新政时代：当代自由主义与政党“对等合作”模式的形成

１９５０ 年，美国政治学会（ＡＰＳＡ）下设的政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

研究报告，声称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美国的政党政治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非政治

（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特性，政治辩论和斗争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两党制的监督功能逐渐弱化，美

国因此正面临着民主异化的危机。① 的确，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政治图景已远不如

１９ 世纪末那样党派极化、充满斗争，而是越来越朝着政治光谱的中心靠拢。 正如政治

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Ｖ．Ｏ． Ｋｅｙ）指出的，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和二战的

结束，社会阶级作为美国不同党派利益标签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②

二战对美国制造业生产形成的巨大刺激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战后

１５ 年“黄金期”，是上述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９４５—１９６０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了 ２５０％，由 ２０００ 亿美元迅速增加到 ５０００ 亿美元。 此外，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大萧

条期间美国国内平均高达 １５％—２５％的高失业率到了五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 ５％甚至

更低水平，同时物价上涨率也仅在 ３％或以下徘徊。 经济繁荣的直接效应是，１９６０ 年

美国人的平均购买力比 １９４５ 年增加了 ２０％以上。 到 １９６９ 年，美国的人均年收入（包

括所有男性、妇女和儿童）已经超过 １８００ 美元，比 １５ 年前增长了 ５００ 美元。 当时美国

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人民生活中的最高水平。 与经济发展

相伴随的是美国社会的健康、活力和自信：富裕的人们开始发展出日益发达的“消费

文化”，现代美国西部的崛起、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性，都使人们对未来充满

信心，以至于“新边疆（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和“伟大社会”等充满鲜明的当代自由主义色彩

的远大设想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③

·７７·



①

②
③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ｗｏ⁃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１９５０， ｐｐ．ｖ－９６．

Ｖ．Ｏ． Ｋｅｙ， Ｊ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ｏｍａｓ Ｙ． Ｃｒｏｗｅｌｌ， １９５８， ｐ．２７４．
以上数据和资料参见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１４９２—１９９７）》，第 ８２５—８２６ 页。 导致这一时期美国经

济以及社会繁荣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点：（１）政府消费（包括投资学校、住房、老兵福利、社会福

利以及 １９５６ 年开始的 １０００ 亿美元“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建设）显著刺激了经济增长；（２）朝鲜战争导致的军备开

支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美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３）科技进步对于经济繁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技术发展

使美国战后第一个十年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３５％以上，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
（４）“婴儿潮”从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从而使美国社会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后劲也

十分充足；（５）城市郊区的快速发展对于汽车工业、住房建筑业等的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见黄安年：《当代美

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７９—３９１ 页；威廉·本内特著，刘军等译：《美国通

史》（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２７—３４４ 页。



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经济增长是政治纷争的“止痛剂”，经济衰退则极

易引发政治动荡。 因此，新政时代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镀金时代造成

的阶级冲突逐渐淡化，政治领导人由此便得以在一系列议题领域找到一个国内政治、

社会的“最大公约数”。① 正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模糊的现实，美国政治学者沃尔

特·伯纳姆（Ｗａｌｔｅｒ Ｂｕｒｎｈａｍ）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写道：“２０ 世纪五六十

年代或许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困惑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

内缺乏一种阶级分明的政治秩序。”②

社会阶层差异的缩小以及利益冲突的弱化，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连同政治意识形

态在此期间开始日益呈现出一种“中间化”的演化趋势。 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

尔·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走向终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

ｇｙ）。③ 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集中表现为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两党“温和

派”势力开始逐渐占据政治主流（如图 １），并且议员的“跨党派”式投票也逐步成为国

内政治过程中的普遍行为模式。 此外，伴随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理念的崛起，两

党对等模式已经形成，因此任何国内政治倡议要想在国会两院通过，都需要两党间的

相互妥协与合作。 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有利的时代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政党重组、社会

结构中间化以及意识形态淡化等的作用下，美国政治才得以在新政期间尤其是二战后

形成一种“对等合作”模式，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议程的

落实和扩展。 当然，对等合作以及当代自由主义得以发展的政治基础———新政联合

体———本质上是美国南部和东北部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 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

会形势的演变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出现的问题以及当

代自由主义理念因民权运动等产生的过度伸展，这一政治联盟最终走向瓦解，由此引

发了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以及国家发展理念的“回摆”。

（五）新镀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与政党“对等极化”格局的固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以越南战争、经济社会危机、新左派（Ｎｅｗ Ｌｅｆｔ）的衰

落以及“伟大社会”的破产为标志，美国陷入了战后历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境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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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研究表明，美国历史上的两党合作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 Ｍｅｌｌｏｗ，
“Ｇｏｉｎｇ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２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５， ｐｐ．４３３－４５４。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ｕｒｎｈａ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７０， ｐ．３０４．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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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国国会中“温和派”所占比重变化（１８９８—１９６８ 年）

资料来源：Ｓａｒａｈ Ｂ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Ｇｒｉｄｌｏｃｋ， １９４７－１９９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３， Ｎｏ．３， １９９９， ｐｐ．５１９－５３３。

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因此由盛转衰。① 在此过程中，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开启

的政党重组使美国政治逐步过渡为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以共和

党为代表的南部—中西部“对等极化（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的格局以及新自由

主义政治经济理念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反叛”，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进而逐步削弱了其政治民主赖以生存的土壤———市民社会。 随着党派斗争、国家

治理观念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分裂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致使

美国的社会结构再一次趋于两极化，“新镀金时代”成为政治学者描述这一阶段美国

政治的关键词。 具体而言，新镀金时代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的“对等极化”体现为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镀金时代政治精英的“跨党派”投票模式逐渐被日趋严格的政党纪律所

取代，政党极化以及由此伴随的政治僵局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② 二战结束后，美国

的政治学界曾普遍抱怨民主、共和两党间意识形态差异的缩小致使国内政治民主出现

了异化，尤其是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然而讽刺的是，新镀金时

代的政治学者却开始日益担忧美国国内日趋严重的党派极化令政治运转变得极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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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左派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的青年激进分子，其反美国主义的基本立场招致

了民众对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反感和疑虑。 参见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２２６ 页。
Ｓｅａｎ Ｔｈｅｒｉａｕｌｔ，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６， ｐｐ．４８３－５０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ｎｅｃａｓｈ， Ｍａｒｋ Ｂｒ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ｃｋ Ｍａｒｉａｎｉ， 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



效，甚至经常出现僵局。 归根结底，造成新镀金时代政党“对等极化”的原因在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开启的新一轮政党重组。 在此期间，共和党实施“南进战略”，到 ２０００

年该党候选人乔治·布什赢得总统竞选时，其选票基本上被锁定在了一个巨大的“Ｌ”

型区域，即从蒙大拿州向南到亚利桑那州再折向北到佐治亚州。 至此，新政时代东北

部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又被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人（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ｓ）———已经从该党党团（ｐａｒｔｙ ｃａｕｃｕｓ）中彻底消失，共和党因此变得越来越保守，

其政治根据地也决定性地向南、向西开拓。① 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则越来越

集中于东北部与太平洋沿岸等更为自由化的区域。 例如，曾经作为两党激烈竞争赛场

的新英格兰地区，冷战后彻底成了民主党的票仓。 此外，新政时代南方保守派民主党

人在此期间则逐渐式微，民主党党团因而进一步向左靠拢。 毫无疑问，这一政党重组

完全逆转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美国国会各州选派的议员所具备的跨党派特

征，使得国会在新镀金时代成为以党派划线的政治斗争的场所（如图 ２）。

图 ２　 美国国会“温和派”力量的衰落（１９７０—２００２ 年）

资料来源：Ｋｅｉｔｈ Ｐｏｏｌｅ ａｎｄ Ｈｏｗａｒｄ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 Ｓｃｏｒｅ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 ／ ／ ｖｏｔｅｖｉｅｗ． ｕｈ．
ｅｄｕ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经济变迁导致的社会利益尖锐冲突是新镀金时代美国形成东北部—太平洋沿岸

与南部—中西部及其相应两大政党“对等极化”格局的根源。 在此期间，东北部的“去
工业化”过程逐步终结了其作为美国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新兴产业、劳动力和资

本开始涌向西部和南部的广大“阳光地带”。 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在新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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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共和党自由派在此期间的衰落，参见 Ｎｉｃｏｌ Ｒａ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２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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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进行合作与妥协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分别代表上述两大区域及其社会联盟的政治

精英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开始产生日益深化的分歧和冲突。 意识形态的极化在政治

过程中愈演愈烈：在新政时代，美国的两大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大量的自由派和保守派，
但经过这一轮政党重组后，两党都“净化”了各自的意识形态，自由派几乎都倒向了民

主党，保守派则都投向了共和党。 此外，新政时代社会结构的中间化使得美国社会中

存在很大一部分中间选民（最多时约占全体选民的 １ ／ ３），而新镀金时代以来这一比例

则逐渐下降至不足 １５％。① 这些趋势在政治过程层面使得任何一个党派的政治人物

都失去了进行跨党派合作的动因，因为从个人政治理性出发，最为安全的选择就是替

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极化了的社会利益在国会中“发声”。②

除经济因素外，美国政治的代际转化（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也弱化了政治中间主

义的力量。 冷战后，成长于二战时代的政治精英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退出美国政治舞

台。 例如，在新政时代的第 ９０ 届美国国会（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年）参众两院中，有超过 ３ ／ ４
的议员曾在二战的军队中服役，而到第 １０９ 届国会（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时，这一比例已下

降至不足 ３０％。③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 １０９ 届国会中超过 ９０％的议员是在 １９８８
年之后选举产生的，他们完全没有新政时代党派合作和相互妥协的经历；相反，他们有

的却是走向极化的意识形态和日益严格的政党纪律。④

其次，新镀金时代美国的社会结构因人口和阶层剧烈分化而日趋两极化，因此演

变成政治冲突的原因及其表征。 一方面，新镀金时代美国人口的重大变化加剧了“蓝
州”和“红州”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人口的迁移使其政治版图

日益“巴尔干化（ｂａｌｋ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按照著名人口学者威廉·弗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ｙ）的说

法，冷战后的美国已经彻底分裂成“两个美国（ｔｗ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⑤一个是作为广大外来

移民目的地的、由多种族和多民族人口构成的东西海岸及五大湖区，它们成为自由化

政策和民主党的支持者；另一个则是由中产阶级构成的、以新兴产业为主体的南部和

中西部小城镇区域，它们成为保守派共和党的国内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新镀金时代

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也与政治的不断极化互为因果。 对于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

来说，新镀金时代以来工资性收入的增速普遍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尤其是新自由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２３４ 页。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ｈｄ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ｒｅｆｏｒｍ Ｈｏｕｓ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Ａｎｄｒｅａ Ｓｔｏｎｅ， “Ｆｏｒ ａ Ｆｅｗ ｉ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ａｒ Ｉｓ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０４．
Ｎｏｒｍａｎ Ｏｒ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ｌｄｉｎ， Ｖ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２００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ｙ， “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ａｇｎｅｔｓ ｆ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２００３．



主义浪潮及其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更是导致美国少数精英和广大民众间的收入差距不

断增大。① 例如，美联储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美国家庭财产变化报告》显示，

２００７ 年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为 １２．６４ 万美元，２０１０ 年则下降到了 ７．７３ 万美元；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数据几乎等同于 １９９２ 年的水平；②然而，美国 １％的最富有家

庭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却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４．１％上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７．１％。③ 在这一趋势

之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底发布的一项题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的报

告显示，美国成年人的中等收入人群约为 １．２０８ 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则为

１．２１３ 亿，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跌破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④ 这就意味着，随着中产阶级

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被日益侵蚀，美国的社会结构正趋于极化，因而代表不同社会利益

的政治精英在政策选择上的妥协空间难免所剩无几。

最后，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格局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

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⑤ 在经济政策上，反映共和党及其新

自由主义理念的减税、平衡预算以及小政府观念等成为主流，这一方面使得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逐步扭转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发展困境

（尤其是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膨胀），从而使其经济重新迸发出创新活力，并为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模

式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以及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因而成为 ２００８ 年经济进而社会危

机爆发的远因。 在社会政策上，反映当代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肯定性行动”、文化多

元主义以及多语教育等得到了高校、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中坚

力量的支持，因而所谓“政治正确（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理念在此期间被充分运用到

了日常生活中，甚至发展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规范。 从上述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

政治以精英主义 ／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 ／积极自由为特征的二元结构在新镀金时代

“对等极化”的背景下，分别占据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主流。 这一分裂现象表明，美

国国内在此期间存在两种明显相互矛盾却又势均力敌的政治诉求：一是希望共和党人

确保美国的自由与安全，二是希望民主党人保障美国的社会多样性和开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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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美国政治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政党极化趋势，并

且伴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这一时期很容易被政治学者拿来

与一百余年前的镀金时代进行类比，因而“新镀金时代”的提法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然而，与镀金时代政党的“非对等极化”不同，新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形成了政党“对

等极化”这一更为糟糕的局面，特别是从 ２０００ 年布什以颇具争议的方式赢得总统竞选

开始，美国政治的“５０—５０”现象成为学界普遍担忧的一大问题，政党斗争及其引发的

政治僵局甚至政府关门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这严重地削弱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

国家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效率。① 这种“对等极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也打破了长

久以来为政治学界所公认的“唐斯定律”，使得政治选举越来越成为“押注”一方才能

有可能成功的侥幸游戏，从而使美国政治不再致力于寻求共识、实现妥协以解决问题，

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斗争与偏见。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对于美

国民主的负面影响远甚于镀金时代。

四　 “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政治在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格局之下所引发的斗争与僵局及其在新自由

主义发展理念下积累的一系列深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最终在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

融危机中爆发出来。 这些问题和矛盾表明，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已经难以为继。 以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朗普现象”以及新一轮政

党重组趋势的出现为标志，美国政治的新镀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具体而言，上述变

动态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领域，自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已经成为民主、共和

两党竞争的核心议题，因而党争“外部化”趋势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国内议题导向性，使

得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逻辑不复存在。 在新镀金时代，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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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进给美国带来了制造业空心化、移民流动和贸易赤字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导

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引发了来自美国本土主义者的强烈反弹，正是后者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成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现实表明，美国两党的基本选民群体连同其

政策偏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民主党日益呈现出的支持全球主义的态势，很

可能致使其在这一轮政党重组后彻底失去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的支

持。 考虑到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这一趋势将变得更加不可阻挡。① 如果

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民主党的政治联盟将在此轮重组后转化为由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所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或多元主义倾向的群体。② 另一

方面，白人蓝领中下层倒向共和党的原因首先在于经济因素，即特朗普关于重振制造

业、“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使得这一社会阶层看到

了有别于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自身最为关切的就业问题的前景。 如

果这些经济政策在特朗普任内成为共和党的主流政策，共和党就有望将蓝领中下层特

别是白人群体巩固为其重要的政治联盟。 此外，这一群体与共和党人还有着传统价值

观方面的共识，这一点在下文谈到的社会政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特朗普

现象”反映出今后共和党人很可能会成为代表白人蓝领中下层与南方连同农村地区

保守派的本土主义政党。

其次，在社会领域，新镀金时代政党“对等极化”背景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

行不悖的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包括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正在步入困境，族

群冲突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同时国内要求回归个人主义的呼声正变得日益强

大。③ 在这一方面，“茶党”运动以及“反建制派”的崛起成为其中的重要标志。 笔者认

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前美国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外部

化”，因而本土主义对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反弹也会体现为在社会政策上反对所谓

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致力于回归并强化美国以白人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念，族

群矛盾的激化因而不可避免。 第二，美国的诸多社会议题具有代际属性，这些问题的

争议性和热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自身弱化的现象，因而在新的政治周期内，过

去主导美国社会思潮的议题领域就难免会被新的思潮和议题所取代。 例如，当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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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已经固化。 在 ２００１ 年时，民调显示支持同性婚姻者在民主

党、共和党以及独立选民群体中分别为 ４３％、２１％和 ４３％，而在 ２０１６ 年的民调中这三

个数字已经分别提升为 ７０％、３３％和 ６１％。① 因此，在后新镀金时代，围绕社会议题而

展开的“文化战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ｒ）”在烈度上会持续下降。

最后，在政治领域，新镀金时代的两党“对等极化”格局正面临新一轮洗牌的过

程，而共和党已经在新政治周期的起点上占据了优势和主动。 上文提到，２０１６ 年美国

大选的结果反映出美国国内对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并在

实践中体现为建立在本土主义基础上的全面“保守化”。 其一，在经济政策上，特朗普

政府致力于保留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理念，如减税、小政府以及对金融监管松绑，但同时

对另一部分理念———包括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进行修正。 其二，在社会政策上，

特朗普政府则致力于全面推翻既有的普遍主义理念，包括摒弃政治正确、强调传统价

值观，同时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 这一趋势表明，过去 ３０ 多年两党“对等极化”

的格局正在朝着有利于共和党及其全面“保守化”的方向演化。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

尽管共和党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两院占据绝对优势，但也面临党内整合的挑战，尤其是

其政治联盟内部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力量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依然存在

分歧。 因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将不得不面临与“建制派”博弈的现实挑

战。 从特朗普执政初期的表现来看，共和党主流或“建制派”已经对其进行了塑造。

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政策迅速回到了共和党的轨道，而在国内议程上，共和党内

主流支持并且特朗普本人也接受的政策往往能较为顺利地推进，而一些带有“反建

制”色彩的政策———如“边境筑墙”等———却陷入搁置状态。 因此，未来共和党能否解

决当前被部分学者称为“党内极化”的问题、有效巩固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出现的有利于该

党的政党重组趋势，目前看仍存在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上述现实和趋势表明，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变革的起点。 随着新镀

金时代的终结以及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开始显露的政党重组趋势，特别是共和党利用以反

全球化、反建制为旗号的“北进战略（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将其影响力扩展至民主党传

统势力范围东北部大湖区“铁锈地带”，进而形成新的所谓“南部—中西部—铁锈地

带”政治联盟，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更加接近古典自由主义

的思想；与此同时，随着共和党及其政治联盟力量的增强，“对等极化”时代经济、社会

政策分裂的格局可能被打破，美国的社会政策也将告别普遍主义 ／积极自由，开始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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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精英主义 ／消极自由。 此外，按照美国政党重组的周期性规律，目前也已经到了新

一轮重组的时间窗口，因而美国政治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会呈现出新旧交替阶段

特有的不确定性。
然而总的来看，笔者认为不应夸大“特朗普现象”对于美国政治的冲击。 无论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中哪一位候选人胜出，美国政治都走到了又一次变革的十字路口：新
镀金时代的发展模式已经行至尽头；美国白人蓝领中下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按照政

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Ｌａｒｒｙ Ｍ． Ｂａｒｔｅｌｓ）的研究，也因全球化和移民问题而早已超越

了对于共和党可能加剧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担忧，所以政党重组已成必然之势。① 基于

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实际上依然在遵循着以变革为主要手段、以政党重组为关

键动力的演化逻辑，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以及党争“外部化”特征日趋显著的新背景

下，这一逻辑体现为本土主义对于全球主义的不满和反弹。 这就意味着，在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美国本土主义思潮风头正劲以及政党重组趋势有利于共和党及其联盟的

政治格局中，一种更为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路径———包括经济政策中的小政

府、自由市场以及工业化，连同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流的精英主义社会文

化———将会再一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 当然，美国政治中的二元结构及其背后两种

自由观念的张力也依然会在实践中对具体议题及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并且在国内族

群矛盾尖锐化、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博弈激烈化的今天，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会加剧美

国政治的动荡和极化。 自由主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所蕴含的悖论在当前美国社会因

全球化冲击而进一步趋于复杂和对立的时代条件下，将会导致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内

在张力对其民主体制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和撕裂。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现象”
及其开启的美国政治新周期无法跳出美国政治既有的逻辑框架，而只是使之进入了一

个在全球化纵深时代以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特征、以“外部化”为表现形

式的党派—社会利益斗争新阶段。

五　 结语

笔者从对作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及其实践动力的自由主义的界定与分析入手，通
过历史回顾对美国政治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的长期变迁中，哪些因素的作用使其

呈现出周期性和阶段性的演化特征以及在这些因素背后存在怎样的政治学逻辑进行

了分析和总结。 笔者认为，以变革为主要手段，美国政治演化的动力源于古典自由主

·６８·

　 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


① Ｌａｒｒｙ Ｍ． Ｂａｒｔｅｌｓ，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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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当代自由主义因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形成的观念性张力与政治

二元结构，其深层逻辑则在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难以解决的内在悖论：前

者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后者却看到了其局限。 这一悖论在美国政

治实践中体现为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 一方面，民主党式变体即当代自由主义认为，

与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治权力扩张会损害个人自由与民主体制一样，经济权力的扩张

也会损害个人自由与民主体制，因而改良应以市场监管与经济平等为目标；另一方面，

共和党式变体即新自由主义则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宣称，财产权是支配性的，政府

无权干预经济。 上述两种意识形态与自由观念的张力，推动美国政治形成了普遍主

义 ／积极自由与精英主义 ／消极自由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之先后经历了当代自由主义改

造古典自由主义，以经济平等化、社会结构中间化与政党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

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以经济金融化、社会贫富分化和政党“对等极化”为特征的

新镀金时代。

当前，随着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念变得难以为继，美国政治正处于新

一轮变革的起点。 在 ２０１６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利用以反全球

化、反建制为旗号的“北进战略”将该党影响力扩展至民主党传统势力范围东北部大

湖区“铁锈地带”，进而形成新的所谓南部—中西部—铁锈地带政治联盟，使得美国政

治出现了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趋势。 这一趋势体现为在全球化时代以及党争“外部化”

特征日趋显著的新背景下本土主义对于全球主义的不满和反弹。 基于此，美国政治在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会呈现出新旧交替阶段特有的不确定性。 但笔者认为不应夸

大“特朗普现象”对于美国政治的冲击，因为按照美国政党重组的周期性规律，目前的

确已经到了新一轮重组的时间窗口。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现象”及其开启的美

国政治新周期依然无法跳出美国政治既有的逻辑框架，而只是使之进入了一个在全球

化纵深时代党派—社会利益斗争的新阶段。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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